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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体系：理解东南亚

国际关系的新视角∗

张　 帆　 【加拿大】杨　 潇

　 　 【内容提要】 　 在东南亚，“尼加拉（神圣的城）”一词指代国家、首都、城市、村镇

及更基本的政治单元，也用于描述古代东南亚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政治形态及权力运

作方式。 通过发掘东南亚的地方知识，作者尝试从文化路径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

架：首先，从思想来源、内涵与构成以及运作机制三方面对东南亚本土文化概念尼加拉

进行解析。 尼加拉的思想来源为东南亚的神王文化。 作为政治单元，尼加拉的权力中

心一般为被视为拥有神性的国王。 其运作机制为在神性会自然衰降的条件下，尼加拉

的中心通过仪式和模仿等方式来维持或提升神性。 其次，对学术界现有的几种理解前

殖民时期东南亚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模型进行对比。 最后，从尼加拉这个本土概念中

抽象出中心点与象征性权力，分别将其视为分析古代东南亚体系的因变量与自变量。

体系中各个层次的中心点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会导致战争或和平，而其结果最终将导

致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上升、维持现状和下降）。 多中心的尼加拉体系是一

种新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它对古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动态和变化的解释比西方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曼陀罗体系更有力。 这一视角不仅可以对古代东南亚国际体系

进行解释，也能为当代东南亚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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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在第十三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东南亚国际关系与秩序：从前殖民时期到后冷

战时期”专题中宣讲。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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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单位多为主权国家，而东南亚的主权国家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才逐渐形成。 那么主权国家形成以前的东南亚有无本土体系？ 如果有，它由

什么单元构成？ 单元的特征及内在机制是什么？ 由这些单元构成的东南亚体系是什

么样的？ 它与既有的曼陀罗体系有什么异同？ 上述问题与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有着紧密联系，本文将从文化路径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呈现的美国中心主义。 这些理论多是

根据美国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建立起来的，①斯坦利·霍夫曼（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甚至

把国际关系学称为“一种美国社会科学”。② ２０１０ 年，阿米塔夫·阿查亚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与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在其合编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亚洲及其他

地区的视角》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③该

问题促成了全球国际关系研究（Ｇｌｏｂａｌ ＩＲ）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也有学者

反对全球国际关系这一概念，而提出世界化（ｗｏｒｌｄｉｎｇ）的概念，④认为在全球存在不同

的世界，尽管它们奉行不同的规则，但均为真实的存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

的学者纷纷开始从本土文化中汲取灵感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以打破西方中心主

义。⑤ 不少中国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也相继出现：秦亚青提出了世界政治的关系理

论，通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概念、中庸辩证法分别重建了国际关系本体论与认识

论；⑥阎学通从先秦思想中提炼出政治领导力（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等新概念与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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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创建自己的理论。①

中国的邻居东南亚也拥有独特的文化与历史积淀，与东亚和南亚都有所不同，遗

憾的是这些特质目前还未被国际关系学界充分发掘。 一直以来，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

都被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所主导。② 目前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东南亚国际关系的

研究主要有三种传统路径：制衡（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③追随（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④和对冲（ ｈｅｄｇ⁃

ｉｎｇ）。⑤ 众多学者已对这三种路径进行了详细的评判。⑥ 实际上，制衡和追随均基于

现实主义角度，通常将东南亚作为中美博弈的舞台和争夺的对象，⑦而忽略了东南亚

国家的自主性及彼此间互动。 这体现了现实主义只关心大国政治的弊端。 欧洲学者

在研究东南亚则时常套用欧洲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和经验，⑧如从规范性权力（ｎｏｒｍａ⁃

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和扩散（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视角进行研究。⑨

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多被视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门前徘徊。 虽然

有些中国和西方学者使用曼陀罗（Ｍａｎｄａｌａ）这一概念来解释东南亚邻近国家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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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及权力分布，①但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逻辑中，且国际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缺乏

相应的解释机制与逻辑链条。 本文认为，建构东南亚本土国际关系理论能为非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增砖添瓦，也可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示。 下文

将分四个部分来回答文章最初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二部分将从东南亚的本土文化概念

尼加拉（Ｎｅｇａｒａ，也写作 Ｎａｇａｒａ、Ｎａｇａｒｉ）的思想来源、内涵与构成、内部运作方式三方面

切入来理解古代东南亚，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地方性的文化都具有不同的逻

辑起点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且其影响具有持久性，因而在探讨国际关系时不

可回避。 其二，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去殖民化解构。 在第三部分中，尼加拉与曼陀

罗从不同的视角对前殖民时期具有宗教和神话色彩的东南亚社会进行了探究，分别

从思想源流和体系层面对二者进行对比。 第四部分从尼加拉概念中抽象出中心点

与象征性权力两个概念，将它们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来重建东南亚的国际体系，并

运用到对东南亚古代战争与和平的分析中。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进一步思考本文

提出的新理论视角对当今东南亚研究的意义。

二　 尼加拉：印度与东南亚文化混生后的本土概念

本文认为，古代东南亚虽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但并未被完全印度化。 尼加拉的

核心思想是印度文化与本地泛灵文化结合后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它有别于印度文化。

虽然 １６ 世纪以后伊斯兰文化的进入逐渐改变了该地区的主流文化，但这些本土文化

观念至今仍然保留在东南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相较而言，曼陀罗基本保留了印度文

化中的核心世界观。

（一）思想来源：东南亚神王文化

尼加拉与古代东南亚的神王政治（Ｄｅｖａｒāｊａ）密切相关。 印度文化传播到东南亚

之后发生本土化，与当地泛灵信仰融合形成了古代东南亚的神王崇拜（信仰）文化，即

东南亚的王国是通过国王建构起来的，而国王是通过神灵赋予的神力建构的。 国王的

神性是王权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标志。 这一现象在 ９ 世纪初至 １４ 世纪前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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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典型。① 神王文化受到印度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种姓制度。 在印度教中，世间万物都与“梵” （宇宙中最高普遍原则，一切

存在的终极原因）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理念体现在社会等级秩序上就是种姓制

度，依据种姓来划分的仪式义务 ／权利以及婆罗门的地位是印度教的根本原理。③ 印

度教传入东南亚后，只有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种姓在东南亚广泛流传。④ 婆罗门为祭

司群体，刹帝利一般代表王室的统治阶级。 国王的神力并非与生俱来，必须通过祭司

主持仪式而获得，这是神王文化重要的特征。⑤ 此外，这两个种姓在大众之上形成了

一个单独的阶级，代表知识阶层和文化，⑥在东南亚的众多政治实体中都处于权力的

中心位置。 因此，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的联姻十分常见。

其次是王权观念。 梵文传入后，当地社会中所没有的王权和道德等概念被梵文中

的内涵所填充。 东南亚的神王观念主要来自吠陀经典、佛教传说以及印度的普遍君主

或称转轮圣王（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ｉ）概念。 有两方面的现实需求促进了神王观念的产生：一是

世俗生活的需要，如战争、抢夺人口资源等；二是恢复正法的需要，即人类社会的混乱

与堕落需要具有超自然品质的国王来挽救，国王本身就被视为神灵。⑦

最后是印度宗教的相关概念。 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国王的名号发生改

变，直接采用印度宗教中的神灵名号，或是把名字与神灵的称号结合在一起；其二，用

印度经典如《往世书》《罗摩衍那》中的英雄人物指代东南亚的国王；其三，对国王人格

与品德的要求与佛教中大德一样；其四，建造以神王为中心的建筑群和城市，其名与印

度宗教相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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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际属于私人的利益。 正法规定了世俗世界的社会秩序，而王权是为维护这一秩序存在的，因而合法的王权

必须通过婆罗门的仪式后方可获得。 参见扎草曼、张原：《阶序格局下的祭司与国王———评路易·杜蒙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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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尼加拉的内涵与构成

“尼加拉”在梵语中意为神圣之城，用于指代领土、首都、王国、城市、村镇以及更

基本的政治单元。 泰国、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出土的碑刻中常出现该词，①在当

代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地仍将该词用于地名。 学者们对尼加拉的内涵争论不已。
乔治·赛代斯（Ｇｅｏｒｇｅ Ｃœｄèｓ）认为它是土著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印度上层建筑；②贺圣

达认为它是塑造东南亚各种文明基本特征的最重要制度；③克利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
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称其为“剧场国家（ｔｈｅａｔｅｒ ｓｔａｔｅ）”，认为它在广义上是描述奉行神圣秩序

原则的超地方政治权威和相关社会与文化形式的常见词；④王铭铭则认为它含有关于

超地方政治的三个本土观念：示范中心教条、地位下降观念和政治的表现观念；⑤索尔

马塞德·莫尔托诺（Ｓｏｅｍａｒｓａｉｄ Ｍｏｅｒｔｏｎｏ）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Ｒ． 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认为它指的是中心首都将名字赋予了其统治下的领域，⑥在没有永久边界的情况

下，其约束力同“魅力”和“超自然权力”的质量有关，“这种权力集中在人的中心和统

治者的财产上”；⑦简·威斯曼·克里斯蒂（Ｊａｎ Ｗｉｓｓｅｍ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指出，尼加拉的统

治主要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中心的向心力来自中心与诸神世界之间的关系。⑧

本文认为尼加拉由中心、边界和象征性权力三种元素构成：第一，尼加拉是一个内部

具有多中心的中心（如图 １）。 每一个中心都有一位神圣权威者，权力以其为中心聚拢，
权力的维系并非通过血缘或财富，而主要靠其非凡特性建立的人际纽带来维系。 当其去

世后，该中心原有的神圣权威将难以维持。 各类中心的地位是相对的，视参照的中心而

确定。 当一个王国被视为尼加拉时，国王所在的城市被视为尼加拉内的最高中心；尼加

拉王国内部存在尼加拉城市，对比最高中心可被视为尼加拉内部的中心；尼加拉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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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存在村镇及更基础的政治单元，可被视为次中心。 这些层次不同的中心结构类似，

只是层次高的中心在观念和物质两方面具有优势：在观念上，它的地位高于周边的中心；

在客观物质层面上，中心拥有比周边更高、更精美的建筑和更宏大的仪式场面。 第二，尼

加拉的边界是模糊和不稳定的，其领土处于不断变化中。 不同中心之间存在着大量不被

控制或边界重叠的土地。 现代地图像切蛋糕一样把土地用边界线分割开来，意味着界限

分明、明晰的土地归属及土地的资源属性，但这些观念在古代东南亚并不普及。 第三，尼

加拉内的权力具有神圣性、象征性和仪式性的特点。 神圣性是指尼加拉内部的合法性源自

宗教神圣性；象征性是指中心权力的贯彻主要靠吸引力，并不通过实际的政治、经济或者军

事等强制性手段控制疆域和人口，它专注于一个大体上脱离实际政体中心甚至脱离治理本

身的过程。① 仪式性即在权力实现的过程之中，中心惯于使用仪式与表演来整合政体。

图 １　 一个典型的尼加拉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吴哥窟、婆罗浮屠的结构自绘。

尼加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东南亚的互动关系：首先，在国内层面，尼加拉打开

了国家这个黑箱。 其次，尼加拉不一定是一个大国，也可以是小国或国内的一些城市、

村镇及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如爪哇地区的瓦努（Ｗａｎｕａ）或德萨（Ｄｅｓａ）、菲律宾的巴朗

盖（Ｂａｒａｎｇａｙ）、越南的村社（Ｔｈｏｎ Ｘａ）以及泰国的勐（Ｍｕｅａｎｇ）等。 例如，美国历史学

家马丁·斯图亚特—福克斯（Ｍａｒｔｉｎ Ｓｔｕａｒｔ⁃Ｆｏｘ）认为澜沧王国是一个松散地连接在一

起的勐结构，②勐是研究老挝古代史中重要的政治单元。 最后，虽然许多尼加拉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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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归属国王，但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比如，泰国历史学家苏奈特·朱廷塔

南德（Ｓｕｎａｉｔ Ｃｈｕｔｉｎｔａｒａｎｏｎｄ）指出阿瑜陀耶并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省

长的霸权从未成功地被消除。①

２．尼加拉运作机制

本部分将尼加拉视为一个分析单元，并尝试打开这个黑箱，从四个方面阐释其内

在运行逻辑与机制。
第一，合法性的来源是神性。 尼加拉的合法性来源并非现代西方的社会契约而是

神性力量，神佛、精灵与祖先存在于超越世俗世界之上的神性世界是该地区共享的知

识。 不少国王都声称自己与某位神灵有血亲关系，以此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② 他们

对合法性的追求又与神性会自然衰降有关。
第二，神性会自然衰降。 神性从形而上的世界呈现在世俗世界会经历一个自然衰

降的过程，③衰降呈现在两方面：其一，新一代对比上一代衰减。 相对于诸神，国王的

神性衰降；每一代新国王相比于上一任国王在声望、等级、地位、辉度和神力等方面均

会衰降；与国王相比，国王子嗣的神性也依代衰降。 其二，下一级中心对比上一级中心

衰减，如相对于王室，其他地方首领的神性也在衰降，以此类推。 为了对抗神性的自然

衰降，尼加拉内不同级别的中心都需要通过追求神性获得合法性。
第三，统治者为合法性追求神性典范。 追求神性典范的原因在于任意一个尼加拉

中心都需要接近或超过上一级中心以更加像典范。 典范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意象，反映

超自然秩序，指代诸神的永恒世界也就是曼陀罗图案中所展示的理想世界，而尼加拉

是此蓝图在现实世界中的映象（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④ 在一个尼加拉内部，国王作为最高级别

的中心，在建筑布局、装束、生活方式和仪式等方面都被认为最接近诸神。 这其中暗含

尼加拉内部存在的“普遍价值”，即通过对典范的追求而成为其真实存在。 人类生活

不过是与神性生活相似度或高或低的模仿。 因此，人们通过拥戴一个国王来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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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文对尼加拉的理解，即该词具有观念高度与神圣性。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９ 日，贺照田教授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

教育讲堂”，海报上对他的介绍为“主要研究中国 １８ 世纪中叶以降政治史、思想史”。 笔者与庄礼伟教授对此有

过探讨，他认为历史书卷是人类将自身文明进行“降维”保存的一种实体，民国及民国以前的书用“以降”比比皆

是，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一是敬畏历史，历史高悬在天，代代相传；二是崇拜远古美好华盛的理想社会，如尧舜时

代和周公时代；三是敬畏祖先，王朝历史的时间观是降落的，《想象的共同体》提到的历史性的“神谕时间”也是如

此。 另外，“以降”与“由此上溯”同属一种历史观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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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国王越完美，中心就越是典范；中心越典范，国家就越真实和繁荣。①

第四，成为神性典范的具体机制主要是模仿和仪式。 增加神性以接近典范或成为

典范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模仿机制。 由于神性的自然衰降，在这个机制中模仿者永

远无法超越被模仿者。 被视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国王在各方面都以最大努力来复制

诸神的完美生活，致力于将其所在的世界形塑成一种至少可作为自身之至美的粗糙近

似物以展现自己的神圣特性。② 他们被认为是神的映照物，随后其本人又成为被模仿

的对象。 模仿存在竞争关系，低层通过模仿高层的做法来缩短他们与高层之间的鸿

沟，高层通过反模仿来加深自己和低层之间的鸿沟。 二是仪式机制，这源于印度婆罗

门教的影响。 婆罗门阶层因掌握吠陀神话与祭祀仪式而被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

力量，“一切生物、诸神的精神就是祭祀，诸神本身也必须依靠祭祀才能求得不死”。③

只有通过祭司举行仪式才能将国王转化为一个偶像以及神圣力量与权力的化身。 古

代东南亚的政权大多没有明确的王位继承制度，老国王去世后，有资格和机会继承王

位者不止一人。 新国王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定的王位继承人，常常通过仪式来展现这种

必然性。④

模仿 ／仪式与现代国际关系中对权力来源的解释不同，这是从文化角度对权力做

出的解释。 值得指出的是这也不等同于建构主义，因为建构主义祛除了神圣性这一因

素，它将宗教的概念变成了某种思想，是一种世俗化的理论。 比如，亚历山大·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把概念、身份和角色作为解释变量，把宗教作为一个子集归在一些

解释变量下。⑤ 本文则将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作为解释变量，将概念、身份与角色作

为其子集。

至此，本文对尼加拉的概念及单个尼加拉内部的运行机制做了说明。 本文认为前

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神性，而神性会自然衰降；为了维护合法性和抵

抗神性的自然衰降，尼加拉通过对高级中心的模仿和仪式两种机制来增加自身的神圣

力量。 这形成了一个循环机制（如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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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合法性的产生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东南亚本土视角：尼加拉与曼陀罗

由于前殖民时期东南亚的国家形态、主权观念及文化环境都与当代不同，在考察

古代东南亚时不能单纯套用当代的民族国家 ／主权国家概念，而要考虑当时的社会特

征。 无论是尼加拉还是曼陀罗都想要在国王、神灵、神话和仪式所填充的古代东南亚

世界中找到一丝规律，虽然两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同，但都是基于古代东南亚社会的

特征所提炼的解释模型（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 本部分将从前殖民时期东南亚的社会特

征入手，先对尼加拉和曼陀罗进行思想源流上的辨析，再对学术界既有的一个尼加拉

模型和两个曼陀罗模型进行对比。

（一）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社会现象

尼加拉与曼陀罗所考察的都是 ５—１５ 世纪东南亚地区包括“柬埔寨、占婆、马来半

岛诸小国、苏门答腊王国、爪哇王国、巴厘王国和缅人和泰人的王国”①在内的以神王

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现象。 这些现象纷繁复杂，囊括了城市布局、国家权力运作、宗教仪

式、大众信仰、经济模式和域内互动等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由于与权力密切相关，

因此尼加拉与曼陀罗常被作为政治学术语来使用。 总的来说，可以将古代东南亚的特

征归纳为三个方面。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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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 ３—４ 页。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第一，它不是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 古代东南亚掌握实际权力的政治单元不一定

是由单一民族 ／多民族构成的王国：王国内部的次中心具有自主权及其控制范围内的

霸权，统治者也没有把国家当成团结其领域内各民族的重要工具。
第二，它也不是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 主权国家由四个重要元素构成：常住人口、

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① 将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与之对

照，会发现古代东南亚的国家不是主权国家：（１）人口的流动未被限制在固定边界内，
人口常被视为战争中的战利品；（２）边界并未被明确界定；（３）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力是

松散和象征性的；（４）不存在当代国家间建立的制度性机制。 这些都与现代主权国家

有差异，实际上前殖民时期的非洲与中东亦是如此。②

第三，它具有独特的本土文化，即国王、神灵、神话、仪式和神圣秩序在社会中扮演

重要角色，并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 斯坦利·塔比阿（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 Ｔａｍｂｉａｈ）用星云政

体（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ｙ）来形容实践这种文化的国家，认为它们是“以宇宙、地形和政治经济

特征编制的一套传统东南亚王国”。③ 沃尔特斯（Ｏ． Ｗ． Ｗｏｌｔｅｒｓ）等学者将其定义为曼

陀罗、④“曼陀罗制与神性国王”、⑤曼陀罗政体或王圈制。⑥ 维克多·利伯曼（Ｖｉｃｔｏｒ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将其比喻为“太阳政体（ｓｏ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ｙ）”，⑦朱廷塔南德将这种政体其比喻为

灯泡，意指这类政体中国王是融统治于宗教中的灯泡，神圣光亮逐步消退于黑暗之

中。⑧ 罗伯特·海因—盖尔（Ｒｏｂｅｒｔ Ｈｅｉｎｅ⁃Ｇｅｌｄｅｒｎ）认为古代东南亚国家是由奉行神

圣秩序（ｃｏｓｍｏ⁃ｍａｇ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城市（ｃｏｓ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构成，首都不过是超自然秩序的

一个微观宇宙和政治秩序的载体，它既是国家的核心，也代表了整个国家，⑨格尔茨将

这种国家称为尼加拉。􀃊􀁉􀁒 艾丹·索思豪尔（Ａｉｄａｎ Ｓｏｕｔｈａｌｌ）用“分割的国家（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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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来形容古代东南亚的王国，即宗教仪式领主圈和政治主权处于不一致的分割状

态。 前者柔性地广泛延伸到周边并改变，后者仅限于核心领域。①

（二）曼陀罗：源自印度宗教的世界概念

１．思想来源与概念

“曼陀（Ｍａｎｄａ）”意指核心，“罗（ｌａ）”意为圈，有圆满、本质和核心的含义。 “曼陀

罗”一词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中，指代赞歌、祭祀词与咒语的集录，该书由 １０ 本曼

陀罗集录构成。② 曼陀罗图案最早出现在印度与中国西藏的佛教传统中，③用来指代

世俗之上的世界，核心代表须弥山，周围的同心圆代表环绕须弥山的七州与七海，也代

表修行者的居所和坛城。 有的曼陀罗图案几何结构之间互相复制与反射，比喻超越修

行者身心所在物质世界的形而上空间、无尽的时间与生命。 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

起源于印度的宗教都共享这个概念。

在政治学术语中，曼陀罗被视为一种政治模式和政治理论，用来描述东南亚古代

王国之间的权力分布如王国联盟、中心与附属国之间的关系。 沃尔特斯是最早深入研

究曼陀罗的学者之一，他定义的曼陀罗是以国王为中心扩散开来的一系列同心圆，掌

握神权的统治者在同心圆的最中央，普通民众对王权的忠诚度、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力

以及文明程度都随着同心圆向外递减。④ 曼陀罗的最大特点在于政体由其中心而非

边界来界定。 早在公元前就有学者使用曼陀罗这一概念讨论国家战略。 古印度孔雀

王朝政治家考底利耶（Ｋａｕｔｉｌｙａ）在其著作《政事论》中首次提到了拉贾曼陀罗（Ｒａｊａ⁃

ｍａｎｄａｌａ），意为以本国国王为中心、由其他王国构成的圈层，并以这样的圈层位置判断

他国与本国的关系。 简言之，两个邻国倾向于相互敌对，而对手的对手往往是盟友。⑤

２．构成与运作方式

一般来说，曼陀罗基于地缘位置分析相邻几个中心之间的经济、亲属关系 ／结盟以

及宗教文化上的联系。 在政治学范畴中，曼陀罗被定义为“一种在大致确定的地域内

特殊与经常不稳定的政治状况。 这一地域没有固定的边界，区域内更小的中心也往往

负责辖区内的边防。 曼陀罗可能会像六角手风琴那样扩大和缩小。 每个曼陀罗都控

制着多个附庸国的统治者，一旦时机成熟，其中一些将抛弃其封臣身份并试着逐步建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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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己的封臣网络”。① 也有学者将曼陀罗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如吕振纲不局限于

相邻王国的地缘关系，将古代东南亚的大国视为一个曼陀罗，将圈层简化为以国王为中

心构成的三个同心圆，分别是核心圈、控制圈与朝贡圈，通过圈层间的互动分析东南亚国

际体系。② 这类尝试从曼陀罗构成的国际体系的新视角来解释东南亚国家间互动关系

的努力及其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仍存在四点有待商榷之处。

第一，受考底利耶的影响所建构的曼陀罗体系并没有跳出现实主义大国政治的逻

辑，强调的是军事与经济力量占优势的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 考底利耶所在的孔雀王

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其领土曾一度沿喜马拉雅山脉南下，几乎占领了整个印度半

岛。③ 以帝国为中心发展而来的理论不能适用于东南亚：一方面，东南亚历史上的帝

国大多没有中国和印度那样辽阔的疆土；另一方面，考底利耶所阐述的对外政治是基

于印度孔雀王朝中央化的管理方式，④东南亚古代王国的统治方式则较为松散，其对

外关系也与中央化的孔雀王朝不同。

第二，这类体系层面的研究仍处于现象描述的阶段，它们致力于将古代东南亚国家

间互动所呈现出的圈层现象进行描述与归纳，但无法清晰与系统地回答这些现象产生的

原因及机制。 曼陀罗的圈层结构实际上仍是一种等级制，不过是将等级这一概念替换为

圈层。 在现实的地理位置上，属国所在的位置相较中心并不一定能构成同心圆，就连曼

陀罗的唐卡上也有围绕中心展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而不仅仅是圆圈（如图 ３）。 那么用

圈层划分与用其他几何图形划分有何本质差别？ 实际上，圈层是学者回顾东南亚历史对

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后产生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圈层的划分有着不同见解，在古代东南亚并

不一定存在被称为“曼陀罗圈”的地理空间，如在博物馆陈列的石器时代文物被命名为“彩

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称呼它。 尼加拉则可以从众多考古证据中得以

证明，毕竟它本身就是东南亚实际存在的国家、城市、村镇及最基本的政治单元。

第三，不少曼陀罗体系在来源上强调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但又在体系层面的分

析中摒除这方面的内涵。 这导致从曼陀罗体系的角度分析古代东南亚内部互动时，经

常出现脱离历史现场、忽视重要分析线索的状况，虽然能够得出看似合理的结论，但无

法在逻辑链条上顺利运作。 如同不理解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古代中国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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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几何图形构成的曼陀罗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藏传佛教三角形曼陀罗唐卡绘制。

的互动将显得毫无条理一样。 此外，曼陀罗体系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印度与东

南亚的文化同根同源，为何不将南亚也纳入曼陀罗体系。

第四，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一样，曼陀罗体系将国家视为一个黑箱，国内情况是无

法观察到的部分。 实际上古代东南亚的情况并非如此，国内与国外并非泾渭分明。 若

不能理解国内的情况，也就无法理解体系层面的变化。

（三）尼加拉与曼陀罗的对比

１．思想源流

首先，从思想来源上看，曼陀罗是印度各类宗教共享的世界观，其图案展示的是世

俗世界之上以须弥山为中心的神圣世界；尼加拉则是印度宗教文化与东南亚泛灵信仰

混生后的本土文化。 在印度教王权思想、种姓制度、宗教观念及本土的泛灵信仰的影

响下，东南亚形成了有别于印度的神王思想，即把国王等同于神灵的崇拜文化。 这是

尼加拉的思想来源。

其次，从概念上看，曼陀罗意为围绕核心的同心圆，其图案指代神圣世界、修行者的

居所以及至臻的修行境界的符号；尼加拉一般为政治权力的所在地，指代以神圣国王（首

领）为中心的村、城市与王国。 两者都与须弥山所在的世界相关，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形而

上世界的映射。 形而上世界、曼陀罗与尼加拉的关系好比原物、蓝图与仿造物。 形而上世

界与尼加拉的关系也可以比喻为印度教中的大世界（宇宙）和小世界（现实世界）的关系。

作为社会科学术语，尼加拉用于描述传统东南亚社会以超凡人物为中心的权力秩序，侧重

人类学；而曼陀罗用于描述传统的东南亚政治形态，如王国联邦或藩属国，侧重政治学。

再次，从构成来看，两者都有中心和边缘，构成基本一致。 曼陀罗的中心一般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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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视圈层的划分；尼加拉则是多中心，除了神圣权力代表的最高中心以外，在其之

下仍分散着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中心，中心之下还有次中心，中心在各方面都超过次中

心，尼加拉主要关注中心而非圈层。

最后，从运作方式上看，曼陀罗注重现实世界与形而上世界的一致，认为这样能够

带来和平与幸福；①尼加拉的运作则在于权力中心通过仪式与模仿获得神性以对抗神

性的自然衰降。

表 １　 尼加拉与曼陀罗思想源流的对比

尼加拉 曼陀罗

思想来源 主要受神王文化的影响
印度宗教的宇宙观，以须弥山为中心
的非世俗世界

概念

字面义及所指
字面义指村镇、城市与王国等单
元，一般为政治权力的所在地；现
实世界（小世界）

字面义为同心圆与核心；指代宇宙（大
世界）、坛城、至臻的修行境界等

社会科学术语
描述传统东南亚社会以超凡人物
为中心的权力秩序（人类学） 传统的东南亚政治形态（政治学）

构成 中心 中心—边缘

运作方式
权力中心通过祭祀、模仿等方式
获得神性以对抗神性的自然衰降

现实世界的布局要尽力与曼陀罗世界
一致，否则将出现灾祸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２．解释模型

在对古代东南亚的研究中，曼陀罗与尼加拉都被用于描述东南亚各地普遍存在的现

象 Ｐ，即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社会生活都围绕着这些中心展开，特别是东南

亚的权力与政治形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与之密切相关。 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权

力中心是被视为神灵的国王，在王国内部的政治实体中，权力的中心一般为被视为拥有

神力的首领或祭司。 其二，权力中心人物的居所被视为政治实体的权力中心。 其三，政

治实体权力的维持与加强主要依靠人们对权力中心人物的崇拜，因而在古代东南亚的政

治权力中会强调个人关系。 其四，权力中心所统治的领域由众多的其他支流政体组成，

而中心不进行行政整合。② 权力只是像热量一样从中心辐射出去。③ 其五，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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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治下的统治十分松散，特别是对边界的控制力有限，对中心而言边界始终处于模糊、

变动的状态，１８ 世纪之前都是如此。 下文将具体对比尼加拉与曼陀罗解释模型。

对古代东南亚存在的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现象 Ｐ 及其衍生的与国际

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Ｐ ＩＲ、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亚现象 ＰＣ＆Ｈ的解释模型，本文

将其分为四类（如图 ４）。

（１）尼加拉模型 Ｎ１：使用文化路径（Ｃ）来解释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亚现象 ＰＣ＆Ｈ；

（２）曼陀罗模型 Ｍ１：使用文化路径（Ｃ）来解释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亚现象 ＰＣ＆Ｈ；

（３）曼陀罗模型 Ｍ２：没有使用文化路径（－Ｃ）来解释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

的亚现象 Ｐ ＩＲ；

（４）尼加拉模型 Ｎ２：使用文化路径（Ｃ）来解释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

象 Ｐ ＩＲ。

其中，尼加拉模型 Ｎ１ 以格尔茨的模型为代表；曼陀罗模型 Ｍ１ 以塔比阿、利伯

曼、肯尼思·霍尔（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 Ｈａｌｌ）和沃尔特斯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为代表；曼陀罗

模型 Ｍ２ 以考底利耶和吕振纲等学者的模型为代表。

图 ４　 体系层面尼加拉与曼陀罗的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Ｐ ＝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现象；Ｐ ＩＲ ＝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

象；ＰＣ＆Ｈ ＝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亚现象；Ｃ＝文化路径；－Ｃ＝没有使用文化路径。

尼加拉模型 Ｎ１ 侧重于对与历史和文化亚有关的现象 ＰＣ＆Ｈ的解读，在对古代东南

亚王国内部中心点的庇护关系、村落政治、水利与商业模式的考察后，通过文化路径

（Ｃ）梳理了古代东南亚权力的本质，据此搭建了权力运作模型。 曼陀罗模型 Ｍ１ 与尼

加拉模型 Ｎ１ 十分相似，但未像尼加拉模型 Ｎ１ 在微观上进行深入剖析，也未在体系层

面进行系统性建构，而主要以大量的史料及事实描述理清了相关的文化运作机制，将

其运用于宗教信仰、早期王国的社会运作和建筑布局等的分析上。 曼陀罗模型 Ｍ２ 侧

重于对古代东南亚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Ｐ ＩＲ的分析，这类研究虽然使

用了曼陀罗的中心—圈层结构，但在分析互动原因的时候却脱离了曼陀罗本身所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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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文化色彩，其驱动力是现实主义所看重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 尼加拉模型

Ｎ２ 主要通过文化路径（Ｃ）来分析古代东南亚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Ｐ ＩＲ，既有的模型中尚无此类。 尼加拉模型 Ｎ１、曼陀罗模型 Ｍ１ 和 Ｍ２ 之间的具体差别

见表 ２。

表 ２　 尼加拉 Ｎ１、曼陀罗 Ｍ１ 与曼陀罗 Ｍ２ 三种解释模型之间的比较

尼加拉模型 Ｎ１ 曼陀罗模型 Ｍ１ 曼陀罗模型 Ｍ２

产生背景

注重自然地理因素，认为
权力是基于土地几何学而
非按照等级化级序原则系
统组织起来的①

印度宗教中的世界概念

恢复正法、维持秩序的需
求

现实战争的需求

考察重点
王国内部的权力运作，权
力如何从国王所在的中心
贯彻到乡村

使用曼陀罗概念对宗教、
经济、政治及文化等社会
方面进行描述与解释

考察各权力中心的关系

考察对象 以王国以下的基础政治单元为主，如勐和德萨 以王国为主

结构
中心—边缘（但尼加拉模型 Ｎ１ 重视权力的意义结构，即从神圣王权的象征性政
治表述重新阐释权力。 不强调该结构）

运作机制
地位衰降型社会通过对典
范中心神话的追逐完成政
治合法化过程

通过曼陀罗的结构及其宗
教含义来解释东南亚社
会，以两者间的对应描述
与解释为主

现实主义，军事实力的
大小影响了王国间的互
动关系

模型系统程度 系统 不系统 系统

解释路径 文化 非文化

范围 地缘为主，考察某个权力中心及其邻居
地缘 ＋ 体系，发源于地
缘，逐渐被应用到体系
互动分析中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　 新的理论框架：古代东南亚的尼加拉体系

由于既有模型中尚无通过文化路径（Ｃ）来分析古代东南亚国关与对外关系亚现

象 Ｐ ＩＲ的尼加拉模型 Ｎ２，这给予本文一定的探索空间。 本部分将把尼加拉这一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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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概念引入体系层面的分析，构建起尼加拉体系。 如果承认体系是由单元及其互动

规则所界定，那么单元层面的尼加拉与曼陀罗特征上的差异便决定了两者在体系层面

的不同，即尼加拉体系完全是不同的新体系。

（一）尼加拉体系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笔者从尼加拉这一概念中抽象出象征性权力与中心点两个新概念，分别将其作为

分析尼加拉体系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即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导致了中心点在体系中地

位的变化。 该体系侧重中心点的分析而不考虑边缘及圈层的变化。 因为中心点的地

理位置几乎是不变的，而边界随着中心点在东南亚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是

不确定的。 从中心点的变化情况就能推测出边缘及圈层的变化。 中心点与象征性权

力在体系中的含义与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被视为因变量。 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将中心点

分为最高中心、中心和次中心。 它们是与周边比较而言的相对概念，会因中心点地位

的变动而变化，并由某个尼加拉单元专门指代。 在东南亚体系的分析中，尼加拉被抽

象为内部具有多中心的中心点，可以代表各类具有领导者的、大小不一的东南亚政治

实体，而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具有领土、边界和固定人口的主权国家。 例如，现代泰国

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勐是由一名统治者（Ｊａｏ）统治的有城墙的城市。① 相较于周围的村

庄，勐可以被视为一个中心。 较弱的勐围绕着较强的勐通过统治者个人的关系形成一

个更大的、松散的政治单元。② 相对于较弱的勐，较强的勐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更高级

的中心。

第二，尼加拉所蕴含的非物质性观念（包括神圣性、仪式性、声望和荣耀等内容）

被抽象为象征性权力，作为自变量或解释变量。 换言之，在体系层面的分析中，不同

层次的中心点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用于解释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值得注

意的是，本文所用的象征性权力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的概念同名异义。③ 象征性权力被抽象出来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许多中心点对属

地的统治是松散、有名无实与象征性的。 统治者象征性地控制着土地、经济与治理的

权力，去扮演权力而不是操作权力，并不是单纯依靠制度性力量或军事力量等“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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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首次提出象征性权力的概念，他将象征性权力界定为通过对他人的约束确认个人在社会等级制

度中的地位，认为在决定权力等级制度如何在整个社会中定位和再现的过程中，文化角色比经济力量更占主导地

位，因而揭示了权力支配者在社会中隐藏的压迫性权力。 参见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Ｌ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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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来进行统治。① 举例来说，若将 １３ 世纪末到 １６ 世纪初的满者伯夷帝国视为一

个最高中心点，它没有直接控制其领域下的其他中心点而是象征性地拥有它们，最

高中心点之下各中心点仍各自为王。 与满者伯夷同一时期的最高中心点如吴哥

（今柬埔寨一带）、占婆（今越南南部）、素可泰（今泰国）和兰纳（今泰国北部清迈

一带）等也是象征性地控制其内部其他中心点。 其二，中心点所追求的象征性权力

是观念上的而非仅为物质上的，象征性权力大的中心会吸引其他中心并为它们所

尊重。

由于单元的多中心及象征性权力的非强制性，当我们把尼加拉中心点作为国际体

系的分析单元时，它必然是跨领土的。 这也意味着它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结合起

来，同将国内因素作为干预变量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有类似之处。② 泰国和缅甸在外交

选择上之所以能做到相对独立而非听从大国的摆布，是因为它们的决策首先考虑本国

政治，这也证明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密切联系。③ 因此，笔者认为在东南亚尤其

是在古代东南亚体系的研究中运用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二分法是错误的。

（二）新的假定与尼加拉体系的机制

本文对尼加拉体系提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建立在五个假定之上：（１）该体系由不

同层次的中心点构成；（２）东南亚的政治实体通过中心点而非现代国家的概念来界

定；（３）中心点的地位会变，但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固定，中心点控制的边界则是流动和

模糊的；（４）中心点以追求象征性权力为目标；（５）中心点的理性不是经济人理性，而

是基于第四点追求象征性“理性”。

由于追求象征性权力而发生的战争与和平将导致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如图 ５）。 中心点之间的战争有胜利、平手与战败三种结果，这将分别导致中心点

在体系中地位的上升、维持现状及下降。 和平可以通过三种可观测到的方式实现：

一是受贡或庇护他人，这能使受贡的中心点地位上升；二是中心点之间结盟，可使结

盟的中心点各自维持现状；三是进贡或寻求庇护，进贡的中心点地位因而上升或下

降。 值得注意的是，胜利、平手、战败、受贡和（或）庇护、结盟以及进贡和（或）寻求

·７０１·

􀪇􀪇􀪇􀪇􀪇􀪇􀪇􀪇􀪇􀪇􀪇􀪇􀪇􀪇􀪇􀪇􀪇􀪇􀪇􀪇􀪇􀪇􀪇􀪇􀪇􀪇􀪇􀪇􀪇􀪇􀪇􀪇􀪇􀪇􀪇􀪇􀪇􀪇

①

②

③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 １９ 世纪初》（上册），第 ３３０ 页；
Ｆ．Ｋ．莱曼著，郭净译：《建寨始祖崇拜与东南亚北部及中国相邻地区各族的政治制度》，载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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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这六种方式不是孤立的，它们可以组合发生，如胜利伴随着受贡、战败伴随着进

贡等。

图 ５　 尼加拉体系的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战争

古代东南亚中心点之间在象征性权力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因为谁在神性方面成

为典范，谁就成为真实的存在。 中心点都希望自己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最高中心，因此

而产生的战争十分常见。 战争的结果会导致中心点地位的变化：胜利使中心点地位上

升，平手使中心点地位维持现状，战败则中心点地位下降。 图 ６ 和图 ７ 将对此进行说

明，它们主要展示了东南亚大陆地区中心点的变化，其中地形、中心点位置的确定依据

的是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莱恩（Ｐａｔｒｉｃｋ Ｋａｒｌ Ｏ􀆳Ｂｒｉｅｎ）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①和

利伯曼的著作《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 ８００—１８３０ 年）》。② 中心点地位

的变化主要依据利伯曼、戴维·钱德勒（Ｄａｖｉｄ Ｐ．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格兰特·埃文斯（Ｇｒａｎｔ Ｅｖ⁃

ａｎｓ）、乔恩·芬奎斯特（Ｊｏｎ Ｆｅｒｎｑｕｅｓｔ）以及克里斯·贝克（Ｃｈｒｉｓ Ｂａｋｅｒ）的相关著作。 由

于拥有象征性权力的人物一般为尼加拉的中心，那么国王所居住的城市首都便是帝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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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的最高中心点，其他神王所居住的尼加拉则是最高中心点内的中心及次中心点。①

因此，图 ６ 和图 ７ 中最高中心点一般为帝国和重要王国的首都，中心点大多是普通王

国的首都及重要城市，次中心点则为普通王国及重要城市内部的尼加拉单元。 与传统

边界分明的地图不同，图 ６ 和图 ７ 突出的是中心点地位的变化，并不强调边界及领地

归属，图中虚线表示边界的模糊与领地处于松散管辖的状态。 以下对古代泰国、柬埔

寨、缅甸和老挝的历史分析将囊括三类中心点的地位变化。

１．古代泰国与柬埔寨

９—１５ 世纪，高棉帝国成为东南亚大陆上一个重要的中心点，它以吴哥城为最高

中心，内部同时存在不同的中心及次中心。 １１７７ 年，占婆国王攻破吴哥，将高棉帝国

降为占婆的附庸，以吴哥城为中心的高棉帝国随之由最高中心点降为中心点。 １２０３

年吴哥王朝阇耶跋摩七世（Ｊａｙａｖａｒｍａｎ ＶＩＩ）征服了占婆，高棉帝国又从中心变回了最

高中心（如图 ６ 左）。 随着高棉帝国从鼎盛走向衰落，这个最高中心点内部的次中心

逐步壮大为新的中心，如素可泰王国（今泰国中北部，１２３８—１４３８ 年）和阿瑜陀耶王国

（今泰国南方，１３５０—１７６７ 年）。 １２３８ 年素可泰王国从高棉帝国解放成为新的中心

点，在其鼎盛时期，阿瑜陀耶王国也曾是其内部的中心点。 随着国力日益强盛，阿瑜陀

耶王国最终征服了素可泰王国，并将其变成了自身内部的中心点。 这一时间段内，素

可泰和阿瑜陀耶两个中心点地位反复变动，但仍都是高棉最高中心点内的两个中心

（如图 ６ 右）。 直到 １４３１ 年阿瑜陀耶王国攻陷最高中心高棉帝国的首都并由此成为

该地区的新的最高中心，情况才发生变化。 高棉帝国从此消失，变为多个中心及次中

心点。 由此可见，尼加拉体系里中心的地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作

为一个尼加拉单元的阿瑜陀耶王国内部不止一个最高中心，南部的洛韦是另一个最高

中心（如图 ７ 左）。② 这也体现了尼加拉体系多中心的特征。

２．古代缅甸

１２９７ 年蒲甘王朝覆灭以后，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缅甸地区出现众多王国，

中心点处于不停变动中。 其中出现过四个最高中心：阿瓦王国、勃固王国、掸族诸邦和

谬乌王国，这四个最高中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中心（如图 ７ 左）。 图中的东吁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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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２ 世纪初到 １４ 世纪中东南亚大陆中心点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左图绘图地理依据为 Ｖｉｃｔｏｒ Ｂ．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８００－１８３０，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ｐ．２４；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Ｋａｒｌ
Ｏ􀆳Ｂｒｉｅｎ，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６４。 右图绘图地理依据为 Ｖｉｃｔｏｒ Ｂ．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ｒａｌ⁃
ｌｅｌ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８００－１８３０，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ｐ．２６。

注：左图中，在约 ９００—１３５０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四个主要政体蒲甘、吴哥、大越和占婆统治

着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占婆是其中最弱的政体。 参见 Ｖｉｃｔｏｒ Ｂ．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８００－１８３０，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ｐ．２３。 右

图中素可泰在此时已经衰落。

（１５１０—１７５２ 年）曾是阿瓦王国的次中心，在阿瓦王国屡屡被掸族袭击后崛起。① 它于

１５４７ 年向阿瑜陀耶发起第一次进攻，开启了双方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争。 在第一次进

攻中，东吁并没有成功攻占阿瑜陀耶，所以两个中心的地位几乎未发生改变。 当东吁

王朝的莽应龙（Ｂａｙｉｎｎａｕｎｇ）国王要求阿瑜陀耶进贡一头白大象的要求被拒绝后，

１５６３—１５６４ 年，东吁王朝再次向阿瑜陀耶发起战争，即著名的“白象之战”。② 阿瑜陀

耶被东吁王朝打败后成为其内部的一个普通中心。 １５９３ 年，阿瑜陀耶首次进攻东吁

王朝，开启了“七年之战”，最终阿瑜陀耶取得胜利并将兰纳变成其次中心。 在这些持

续不断的战争中，东吁王朝扩展为帝国，勃固成为代表它的最高中心点。③ 随后几年，

东吁帝国崩溃于 １６２２ 年变回普通王国，阿瓦成为该地区的最高中心点。 至 １７４０ 年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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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ｎ Ｆｅｒｎｑｕｅｓｔ， “Ｍｉｎ⁃Ｇｙｉ⁃Ｎｙｏ， ｔｈｅ Ｓｈａｎ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ｖａ （１５２４－２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ｒｙ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Ｔｏｕｎｇｏｏ Ｂｕｒｍａ： １４８６－１５３９，” ＳＯＡ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Ｂｕｒ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 Ｎｏ．２， ２００５， ｐｐ．２８４－３９５．

Ｇ． Ｅ． Ｈａｒｖｅ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ｕｒｍ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１０， １８２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 Ｃｏ， １９２５， ｐｐ．１６７－１６８．

从 １５５５ 年开始，东吁王朝开始了一系列战役，使大陆北部泰人建立的王国、暹罗和澜沧等都纳入其领地

内，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帝国。 这一时期中心点的地位变化未在图 ７ 中呈现。 参见 Ｖｉｃｔｏｒ Ｂ．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８００－１８３０，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ｐｐ．１５１－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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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王国占领阿瓦，勃固替代阿瓦成为最高中心点，东吁王朝淡出了历史。 １８ 世纪中

叶，贡榜王朝 （ １７５２—１８８５ 年） 在缅甸内部崛起，成为缅甸最后一个王朝。 它在

１７６５—１７６７ 年再次进攻阿瑜陀耶并最终消灭了这个王国。 这在泰国历史中被称为第

二次阿瑜陀耶陷落之战。 此外，该王朝内部的最高中心点也经历了持续变动。 例如，

其最高中心点在 １７６５—１７８３ 年及 １８２３—１８３７ 年为阿瓦、１７８３—１８２３ 年及 １８３７—

１８５７ 年为阿玛拉普拉、１８５７—１８８５ 年为曼德勒（如图 ７ 右）。

图 ７　 １６ 世纪中到 １９ 世纪初东南亚大陆中心点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左图地理依据为 Ｖｉｃｔｏｒ Ｂ．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８００－１８３０，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ｐ．２９；右图地理依据

为 Ｖｉｃｔｏｒ Ｂ．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８００－１８３０，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ｐ．３２；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Ｋａｒｌ Ｏ􀆳Ｂｒｉｅｎ，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１９６。

３．古代老挝

澜沧王国（１３５３—１７０７ 年）在成立以前是该地区普通的勐。 随着琅勃拉邦与周边

的战争胜出，其地位上升成为一个新的中心。 １５４６ 年为对抗阿瑜陀耶，兰纳与澜沧王

国结盟，成为澜沧王国中的次中心点（如图 ７ 左）。① 但由于沧澜王国内部争斗，１５５１
年兰纳与澜沧王国分离，随后成为勃固王朝（Ｐｅｇｕ）的次中心点。② 在这短暂的结盟和

分离过程中，两个中心点之间的地位维持现状。 此后历经漫长的大小征战，澜沧王国

地位下降。 至 １８ 世纪初，由于内部原因，澜沧王国分解为琅勃拉邦、万象和占巴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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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心点（如图 ７ 右）。①

古代东南亚的战争与西方的流血战争不一样，“大批的人死于饥荒、疾病和战争

带来的破坏，但死在战场上的却寥寥无几”。② 这是因为战争的重要目标在于人口的

争夺和象征性权力的积累，而非杀戮与抢夺财物。③ 古代东南亚中心点间的战争时常

通过盛大的仪式比拼来战胜对手，“全部都是虚张声势，很少有真刀真枪的交火”。④

据记载，暹罗人、缅甸人和老挝人在打仗时习惯于朝天开枪，这也是数量较少的欧洲人

与当时更加强大的东南亚军队交手获胜的原因。⑤ 与边界之争引起的战争相比，人类

学者及历史学者很早就明确指出不同中心点之间的争端几乎与边界无关，而是因为双

方的地位、礼节的细节以及谁具有参加王国仪式的权利等问题而导致的。 这关乎象征

性权力的积累，它并不能通过土地的扩张获得。 因为在尼加拉国王们看来，“我们打

仗可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不是为了这些了不起的山丘”。⑥

（四）和平

中心点为追求象征性权力也会选择和平。 有三种方式可以实现和平：受贡和

（或）庇护、结盟以及进贡和（或）寻求庇护。 这三种方式将分别导致受贡中心点在体

系中的地位上升、结盟的中心点各自保持现状以及进贡的中心点地位上升或下降。
１．受贡和（或）庇护会使中心点地位上升

中心点受贡、提供庇护会使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 第一，提供庇护意味着中心

点处于高位，地位高的中心点会庇护地位低的中心点。 暹罗和越南都庇护柬埔寨，两
者分别把自己比喻成柬埔寨的“父亲”和“母亲”，柬埔寨则像淘气的孩子那样在父母

之间摇摆。⑦ 当柬埔寨遇到王位继承问题时，会分别找两方帮忙。⑧ 这同样适用于中

心点内部的次中心上，以巴厘基本政治单元达迪亚（Ｄａｄｉａ）为例，它们具有共同的祖

先，地位高的达迪亚会庇护地位低的达迪亚。 第二，受贡能使中心点在体系中的地位

上升。 以曼谷王朝为例，马来半岛一些中心点如吉打、登嘉楼和吉兰丹，暹罗南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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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１４５０—１６８０ 年 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７８ 页。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 Ｎｅｇａｒａ：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ａｌｉ， 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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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马来部分的中心点如农吉、惹拉和兰加（Ｒａｎｇａｅ）等都曾向曼谷进贡金银花（ｂｕｎｇａ

ｍａｓ）。① 不同种类的贡品能展示出中心点在体系中的地位，对于受贡者来说，具有象

征意义的金银花是其他中心点对自身最高中心地位的认可。

２．结盟使中心点维持现状

结盟的双方可以维持各自在体系中的地位。 结盟可以通过婚姻或亲属纽带来达

成，此时两者关系是对等的。 例如，阿瑜陀耶为最高中心时，素可泰家族与素攀武里

（Ｓｕｐｈａｎｂｕｒｉ）家族几代之间均保持对等的婚姻结盟。 素可泰的王后中有一些就来自

素攀武里家族，王后将贵族、僧侣、工匠和家臣带进素可泰，素可泰也为素攀武里提供

兵力。 同样的联盟也发生在阿瑜陀耶家族与素可泰家族之间，阿瑜陀耶家族帮助他们

素可泰家族的亲戚统治素可泰。② 不过，靠亲属和婚姻纽带来维持长期关系效果不

彰。③ 除姻亲纽带外，还存在面对共同敌人时的结盟。 例如，１５４６—１５５１ 年，古代缅甸

的兰纳王国与澜沧王国结盟以对抗阿瑜陀耶。 结盟与姻亲关系一样不持久，沧澜王国

内不同中心围绕即位问题发生冲突而失去了兰纳。

３．进贡和（或）寻求庇护能使中心点上升或下降

对进贡和（或）寻求庇护的中心点来说，这样做可以使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或

下降。 第一，有的中心点通过进贡和（或）寻求庇护使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

１０—１１ 世纪，室利佛逝通过向宋朝进贡提升了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④ 同样，１５ 世纪

初，阿瑜陀耶对马来半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于马六甲获得了明朝的支持不断发展

壮大，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成为阿瑜陀耶的劲敌。 第二，有的中心点在进贡和

（或）寻求庇护后在体系中的地位下降。 １６ 世纪中叶的马达班是勃固象征性控制下的

次中心。 当东吁王朝控制了勃固王国内的另两个次中心伊洛瓦底三角洲和勃固后，马

达班仍独立于东吁王朝。 虽然马达班许诺每年向东吁王朝进贡以求独立，但仍变成了

东吁王朝内的次中心，⑤在体系中的地位下降。 贡品同样重要，对于进贡者来说，进贡

森林产品的中心点被认为地位不如进贡金银花的中心点，如给曼谷王朝进贡蜂蜡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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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蔻的柬埔寨。①

（五）追求象征性权力导致的不稳定体系

总体而言，尼加拉体系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这是由中心点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

导致的，使得体系内中心点地位变化、中心点控制范围伸缩及中心点权力更迭十分频

繁。 这与体系单元的特征、互动规则及古代东南亚本土的社会文化观念均相关。

第一，从尼加拉体系的单元特征来看，由于东南亚大大小小的中心对其领域的控

制是非强制和松散的，体系内的中心点均可以同时向多个高等级的中心点效忠以及在

名义上归属它们，如老挝同时向两个领主进贡（ ｓｏｎｇ ｆａｉ ｆａ）或向三个领主进贡（ ｓａｍ

ｆａｉ ｆａ）、②吉打等诸马来王国同时向阿瑜陀耶和马来半岛的苏丹国进贡、马来群岛的淡

马锡（今新加坡）同时向当时爪哇的满者伯夷和泰国南部的阿瑜陀耶进贡。③ 这种跨

集团式的效忠网络、松散的跨地域（非相邻）结盟、庇护、进贡与受贡现象在古代东南

亚相当常见，中心之间也不会因此发生争执。 例如，暹罗和越南一直维持着非正式

关系，一直没有为争夺霸权或完全控制柬埔寨发生冲突，直至 １８２０ 年左右。 这种效

忠、归属关系不是社会契约，可随时改变，如阿瑜陀耶王朝亡于缅甸东吁王朝的进

攻，其周边的次中心也转而向东吁进贡。 第二，从尼加拉体系的互动规则来看，由于

中心点总是想模仿更高等级中心点从而升级，这意味着高等级中心点的象征性权力

越大，其他中心点通过模仿它所获得的象征性权力也越大，因而尼加拉体系注定是

趋向分权化而非集权化的。 第三，从古代东南亚本土的社会文化观念来看，受佛教

生住灭坏思想的影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最强盛王国的寿命也是有限的，④这也

预示了该体系的不稳定。

（六）尼加拉体系 Ｎ２ 与曼陀罗体系 Ｍ２ 的区别

本文所搭建的尼加拉体系 Ｎ２ 与曼陀罗体系 Ｍ２ 总体上是对同一社会现象———古

代东南亚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现象 Ｐ 所衍生的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

关的亚现象 Ｐ ＩＲ———的不同解释。 从体系层面看，两者在分析单元、体系结构、体系机

制以及体系假定四个方面都有所差异（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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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分析单元上看，尼加拉体系 Ｎ２ 的分析单元是中心点，该中心点是一个内

部结构松散的多中心单元，不涉及圈层的分析；曼陀罗体系 Ｍ２ 则关注圈层之间的互

动关系及变化。 第二，从体系结构上看，尼加拉体系 Ｎ２ 是由内部结构松散的单元构

成，在体系分析的过程中被抽象为中心点；曼陀罗体系 Ｍ２ 则以大国为中心的属国圈

层构成。 第三，从体系假定上看，尼加拉体系 Ｎ２ 的假定为体系内的中心点以追求象

征性权力为目标；曼陀罗体系 Ｍ２ 中的大国则以追求物质层面的权力为目标。 第四，

从体系机制上看，尼加拉体系 Ｎ２ 中的战争与和平是由各中心点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

引发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导致，而曼陀罗体系 Ｍ２ 的体系变化是由现实主义导

致的圈层变动。

表 ３　 尼加拉体系 Ｎ２ 与曼陀罗体系 Ｍ２ 的对比

尼加拉体系 Ｎ２ 曼陀罗体系 Ｍ２

分析单元 中心点，即一个松散的多中心单元 以大国为中心的圈层

体系结构 由众多松散的多中心单元构成 由中心和圈层构成的大国构成

体系假定 追求象征性权力 追求物质层面的权力

体系机制
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引发中心点在体
系中地位的变化

现实主义的逻辑导致的圈层变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尼加拉体系 Ｎ２＝使用文化路径（Ｃ）来解释由古代东南亚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

现象 Ｐ 所衍生的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Ｐ ＩＲ；曼陀罗体系 Ｍ２ ＝没有使用文化路径
（－Ｃ）来解释 Ｐ ＩＲ。

五　 结论

本文从东南亚本土视角和历史文化路径对古代东南亚的秩序进行了理论探索，并回

答了引言中提出的问题：第一，关于东南亚有无本土的国际体系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前殖

民时期的东南亚存在一个本土的尼加拉体系，它与东亚、西方或南亚的体系有所不同。

该体系的特点为多中心、跨领土与不稳定。 第二，尼加拉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单元是尼

加拉，即古代东南亚根据神圣观念布局的王国、城市、村镇以及基础的政治单元，尼加拉

单元结构松散，其内部的中心可同时效忠单元内外不同的中心或改变与之的关系，因此

尼加拉是一个松散的多中心单元。 其内在机制为：单元内统治的合法性源于世俗世界之

上的诸神世界，但神圣力量会在下一代及次中心上自然衰降，各个中心均需通过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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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模仿及仪式授权两种方式在世俗世界表现得更接近诸神世界，以此增加自身的合

法性。 第三，为了对前殖民时期东南亚的国际体系进行解释，本文从尼加拉这一概念中

提炼出象征性权力与中心点分别作为体系层面的自变量与因变量。 在尼加拉体系内，不

同的中心点为追求象征性权力去选择战争或和平，这导致中心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第

四，尼加拉体系与既有的曼陀罗体系都是对古代东南亚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

现象所衍生的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所进行的现象归纳与阐释。 但两者

在分析单元、体系结构、体系假设和体系机制上均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本文尝试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框架，直接从东南亚本土概念进行

研究，重新理解东南亚的国际秩序。 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本文从文化路径出发

尝试建构一个新的本土理论框架，融合了国际关系学、历史学、人类学及考古学等学科

的文献。 较以往的制衡 ／追随、对冲和全方位网络的概念，尼加拉体系提供了理解东南

亚国际体系的新的理论视角。 这将有助于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建构丰富全球

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性。

尼加拉体系绝非博物馆里陈列的老古董，已有学者将尼加拉运用到当代东南亚模

范城市（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ｃｉｔｙ）①的研究中，如马来西亚乔治市②和菲律宾宿雾市。③ 此外，当

今东南亚各国内部依旧存在多中心，因此该体系也可用于对缅甸的族群问题和印尼的

地方政治等国内问题的分析。 同时，该体系对当代东南亚国家与东南亚域外国家关系

的研究也有一定启发。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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